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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地西施“响屐舞”的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研究
*1
 

符姗姗 冯程程 

(江南大学人文学系,江苏无锡 214122) 

【摘 要】西施“响屐舞”是吴地舞蹈史上的经典与代表,因其独特的舞蹈风格从古至今备受关注,该舞蹈风格的

形成也离不开吴地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的影响｡通过具体分析吴地民族文化､环境､图腾等对舞蹈动作､姿态､动律､

节奏等民族风格形成的影响,以及吴地地域环境对舞蹈表现形式､表演形式､舞蹈动作､舞蹈道具等同质性与异质性

地域风格形成的影响,论述了西施“响屐舞”的独特价值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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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引 言 

吴地乐舞自古至今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,拥有“中和平正,和谐有度”的乐舞审美思想｡“从‘吴’字之中还能辨析出吴地

有能歌尚舞的习俗,‘吴’字上部为口,‘甘犹从口’善唱;‘吴’字下之部从夭,‘倾头屈身’善舞｡”
[1]
这些显著的吴地民族､

地域特点,都在吴地舞蹈西施“响屐舞”中集合展现｡“响屐舞”受吴地生活环境､生产方式与图腾崇拜､意识形态等民族风格的

影响,形成柔美､窈窕之内涵,腾踏､灵巧之风韵的舞蹈风格特点｡同时,此舞在民族风格积淀上与邻地舞蹈风格产生文化涵化效应,

并形成观赏性强､风格独特的地域风格特征｡最终,以独特风格烙印在吴地古代舞蹈的历史足迹中｡ 

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,其形象在历代民间文学､通俗文学与文人文学的相互交融中不断丰满｡西施的“美”与

“爱”始终是历代文人愿意描写的主题,并至今形成一种“西施文化”与“西施精神”,被世人传承与保护｡据考证,在古代文学

作品中描写“西施舞蹈”的文学作品并不占少数,光诗词歌赋就不少于 250首,其中不乏一些有名望的文人雅士的创作,如:李白､

白居易等｡但西施的“响屐舞”却少被当代大众所知,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,缺少将“响屐舞”风格成因从吴越文化视角做详细

的分析与研究,所以本文试图对西施“响屐舞”风格加以全面诠释,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｡ 

二 吴地西施“响屐舞”的故事内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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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战国是历史上大动荡与大变革时期,各国战争频频,女乐在此时期则作为一种政治工具,辅助各国实现政治阴谋与政治

目的,其中在西施献吴的故事中也最能体现｡《吴越春秋·勾践阴谋外传》云:“十二年,越王谓大夫种曰:‘孤闻吴王淫而好色,

惑乱沉湎,不领政事,因此而谋,可乎?’种曰:‘可破｡夫吴王淫而好色,宰嚭佞以曳心,往献美女,其必受之｡’…乃使相者国中,得

苎萝山鬻薪之女,曰西施､郑旦,饰以罗縠,教以容步,习于土城,临于都巷,三年学服而献于吴｡”
[2](p269)

从《吴越春秋》对西施的简

述,可获知西施来历的准确信息了,西施是越王勾践为灭吴而在越国选中的一位相貌出众的女子,并在越国苦练歌､舞､态三年后,

派遣至吴国作为取悦吴王的政治傀儡｡西施献与吴王的“响屐舞”成为了吴地舞蹈中的经典,吴王夫差对西施的“响屐舞”偏爱

有加,从最初献吴时对西施美貌的喜爱,逐渐被“西施舞蹈”所倾倒,并专门为西施在灵岩山(今苏州)的“馆娃宫”修建一条长

廊,命名“响屐廊”(又名“响履廊”)｡廊下摆放大陶缸,缸上铺名贵樟木,供西施在此地抚琴弄舞｡ 

通过客观看待西施献吴的实事与传说,可分析西施“响屐舞”产生的被动性因素,但也正因为大背景交融､小环境逼迫,才使

“响屐舞”的独特舞蹈风格尽展风华,并成为吴地舞蹈中的精髓与历史舞台上的经典｡ 

三 吴地西施“响屐舞”的民族风格 

“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,是由民族的地理环境､社会状况､文化传承､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,体现出民族的审美理想与

审美需要｡”
[3](p290)

不同民族受各自氏族､部落等影响,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风格的差异性｡就西施“响屐舞”而言,其风格形成与环

境､文化､图腾等方面就有着直接的联系,在此基础上的舞蹈动作､姿态与动律､节奏自然相辅相成受到影响,使“响屐舞”具有吴

地本民族的风格特性｡ 

(一)“响屐舞”民族风格的体现 

1.舞蹈动作与姿态 

西施“响屐舞”可分为动态的流动动作与静态的造型姿态,一动一静的舞蹈动作特点｡舞蹈动作与姿态两者的结合,是形成

“响屐舞”舞蹈形态的关键｡这种动与静的舞蹈本体语言再配合“响屐舞”中经典的服饰与木屐相陪衬,使“响屐舞”的民族特

点在动作与姿态中更具魅力地展现出来｡ 

“响屐舞”的动态动作,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｡唐代元稹《舞曲歌辞·冬白纻歌》中提到,“西施自舞王自管,雪纻翻

翻鹤翎散,促节牵繁舞腰懒｡”
[4](p268)

其中,“雪纻翻翻鹤翎散”即舞者着雪白的苎麻舞服而翻飞起舞,皑皑长袖好似鹤的羽毛在灵

动;“促节牵繁舞腰懒”意思是急促的节奏牵动舞者频频下腰或舞动腰身,呈现出的风格是既窈窕蹁跹又婀娜多姿｡两句的描述

总体概括了西施“响屐舞”上身动作的动态特征与吴地波浪线条､身体曲线的统一关系｡另外,描写“响屐舞”下肢动态的诗句,

如唐皮日休《馆娃宫怀古五绝》之五“响屟廊中金玉步,采萍山上绮罗身”;宋王禹偁《题响屧廊壁》“廊坏空留响屧名,为因西

子绕廊行｡”等;从“金玉步”“绕廊行”等字眼中又可探知西施“响屐舞”的脚下动作的流动线条｡ 

“响屐舞”的静态姿态,其实也已融入动态动作之中,“舞腰懒”的造型描述足可说明该舞秉承了“半月形”舞姿特点;而

木屐碎步与抬踏的动作,需要膝盖的松弛与灵动,所以下肢造型呈现膝盖自然弯曲与微蹲状,这两种吴地典型的舞蹈姿态始终贯

穿于“响屐舞”的流动动作中,并成为该舞灵巧且典雅风格的基础｡ 

2.舞蹈动律与节奏 

舞蹈同样是舞动与流动的艺术,动律是舞蹈作品的心跳,给本质的舞蹈不同的生命与不同韵律特征｡而动律的本源就是节奏,

所以动律与节奏既相辅而行又互为存在｡在“响屐舞”中,“膝盖”是控制此舞屈伸动律与节奏的基础,通过膝盖的颤动律带动

身体起伏与脚下的踏步节奏的变化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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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响屐舞”中的踏步动作主要是重拍向下且节奏平均连贯,基本一拍一踏步,可原地踏步或流动行走,中间不乏穿插静止造

型｡平均动律的原地踏步动作,要求上肢的舞袖动作连贯地变换袖子线条,但动作幅度不大,基本呈现轻巧､柔美与委婉的整体风

韵｡其次,在流畅动律的流动行走中,又不乏穿插“颤”动律,节奏可慢可快,快节奏时一拍两步如流水行走,类似于戏曲舞蹈中的

“圆场步”,在此引用明代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的舞述“长袖缓带,绕身若环,曾挠摩地;扶旋琦那”
[5]
,可看出西施舞蹈流畅的动

作线条是将膝盖的松弛动律与颤动律相融,并辅以上肢动作长袖缠腰､轻盈舞动的连贯性才得以此效果｡ 

总体来说,“响屐舞”的这种脚下平均与流畅动作,使吴地在原有舞风基础上又增添了不少色彩,并为吴舞连绵不断､曲线圆

润的舞蹈动态特征打下基础｡ 

(二)“响屐舞”民族风格的形成 

1.生存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影响 

江南吴地早在先秦时期,生存环境就有典型“水文化”的特性｡雨水､湖水与池水等江南景象与“稻作渔捞”“桑蚕纺织”

等生产方式都离不开“水”的滋养,长久以来孕育出的舞蹈动作自然形成连绵不断､曲线荡漾般的水文化特点｡ 

在距今 7000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最早的稻谷粒,证实吴地是中国水稻种植主要发源地之一｡而水稻插秧种植的劳作方式,

影响到吴地舞蹈中则必将是小而精的动作特点,衍射到“响屐舞”动作与动律中,则也有点到为止的精致细腻之感｡而吴越地区

早在周初时期,就素称“不能一日废舟楫之用”的国家,渔猎生产都需借助船的帮助,水波荡漾时船体自然晃动促使人的膝盖松

弛､自然的微颤动律油然而生,为“响屐舞”舞蹈的动律形成起到关键的作用｡而“响屐舞”中尚美的舞蹈服饰与吴地特色“桑

蚕纺织”技术又一脉相连,浣纱､纺织时的一提､一抖､一搭､一绕等朴实的曲线动作,则都在西施穿皑皑长袖的舞服表演“响屐

舞”时具象体现出来｡尚美的服饰也为该舞蹈提供了审美基础,劳作方式时朴实的动作路线也为舞蹈动作的曲线线条提供了动作

因子｡由此看出,吴地“水文化”般精致细腻的生存环境与生产方式,是造就“响屐舞”动作精细､动律清晰､姿态优美等风格形

成的关键｡ 

2.图腾崇拜与意识形态的制约 

先秦时期的吴地崇尚蛇龙､凤鸟､鹤等图腾,在吴地宗教活动中也常用图腾舞蹈进行膜拜与祭祀,这种图腾崇拜慢慢在人民心

里形成意识形态,并“集体无意识”的繁衍到舞蹈动作中,使舞蹈动作与图腾崇拜的关系尤为密切｡ 

早在初周时期“断发纹身”就是古吴越地区的民族习俗,为防水草缠身而断发,用蛟龙或蛇龙纹身来避水患,具有很深的图

腾因素与心理意识｡这种最初“蛇龙曼延”的图腾形态也为吴地舞蹈连绵与委婉的舞蹈风格打下基础｡除了最初蛇龙图腾崇拜外,

吴地还多崇尚鸟､凤､白鹤等“鸟类”图腾,在距今八千多年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遗迹中的鸟头､鸟兽纹图案,浙江河姆渡遗址中

出土的双鸟纹骨匕､钻刻鸟纹骨匕和雕刻有“双鸟朝阳”的象牙蝶形器,江苏无锡鸿山遗址出土的玉飞凤等文物中,足可证明吴

地鸟纹图腾与鸟类造型之丰富,实则为吴地舞蹈中飘逸美感与灵动高雅之风格打下基础｡ 

吴地丰富的图腾崇拜对吴地舞蹈动作､形态与风格有着直接影响,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图腾崇拜转化为“集体无意识”的舞蹈

意识形态后,通过祭祀中人们对图腾的潜意识行为,慢慢扩散至吴地舞蹈动作肢体中,推进了吴地舞蹈图腾特征在舞蹈中的演变,

并在西施“响屐舞”中集合展现,形成既有柔美､窈窕,又不失腾踏､灵动的独特民族风格特征｡ 

(三)吴地西施“响屐舞”的地域风格 

舞蹈艺术最大特点就是风格的多样性｡地理环境､地域差异的异同都能使各区域舞蹈产生多元素､多类型､多特点与多样性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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蹈风格｡故研究吴地“响屐舞”的地域风格成因时,需要客观审视“响屐舞”地域风格形成中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因素,并对两种

因素互渗共生的关系深入研究｡最终,证实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辩证统一是影响吴地西施“响屐舞”地域风格成因的关键｡ 

1.“响屐舞”的同质性研究 

(1)舞蹈表现形式的同质性 

春秋战国时期是乐舞交融的大时代,各国民间､宫廷乐互依互存,“桑间濮上之乐”的开放景象在民间中渗透,统治阶级“极

耳目声色之好”的荒淫享乐需求与各国交融的乐舞事件在宫廷中繁衍,则加快了乐舞伎人的专业化培养与发展,使各国地域舞蹈

表现形式总体呈现观赏性强､类型丰富､形式类似的同质性风貌｡而西施“响屐舞”表现形式的同质性因素则体现在不同地域､同

一时期､同一特征中｡ 

以宫廷舞蹈表现形式为例,可分为独舞或宫廷队舞的普遍特征,舞蹈类型以表演性舞蹈､礼仪性舞蹈与娱乐性舞蹈为主｡“响

屐舞”属宫廷舞蹈,从“西施自舞王自管”､“西施歌舞,对舞者五人”等历代描写“西施舞蹈”的诗句中均得以体现｡表演时“脚

穿木屐”“身着长袖”,踢踏舞袖而舞,则也是一种兼表演性与娱乐性于一体的宫廷舞蹈表现形式｡而同一时期,以楚国为代表的

翘袖折腰､纤纤细腰､长袖拂面等表演性舞蹈中的审美特征也成为主流,并成为战国时期文物中舞人的共同特征｡在响屐舞“促节

牵繁舞腰懒”“长袖缓带,绕身若环”等诗句中也统一彰显出来｡另外,楚国大型民间､宫廷祭祀歌舞《九歌》就更是把表演性､礼

仪性､娱乐性于一体的表现形式共同展现在同一“舞剧”中,将 11 个不同篇章与情节融会贯通,呈现出类型丰富和观赏性强的经

典“舞剧”风貌,也成为各国舞蹈类型多样化的典范,为西施在响屐廊之上“脚穿木屐､裙系小铃”
[6](p39)

的视觉与听觉融于一体

的独特舞蹈形式奠定了深厚的同质性基础｡ 

各国舞蹈表演形式的总体风貌,侧面证明“响屐舞”的成功必定深受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乐舞影响,并充分反映在乐舞交融的

同一时代中,彰显不同地域同一特征的同质性乐舞风向｡ 

(2)舞蹈动作的同质性 

在民族风格中已知“响屐舞”的动作形成是吴地原有舞风积淀的再现｡但此时期大背景的特殊性导致不同地域的舞蹈动作､

动势,在同一地域中也互为渗透,并直接被西施“响屐舞”所吸收,体现于舞蹈动作形态中｡ 

左思《吴都赋》“幸乎馆娃乌佳之宫……荆艳楚舞,吴歈越吟”
[7]
中记录了吴､越､楚三地乐舞的交融景象｡早在先秦时期就有

“吴越为邻,同俗并土”､“吴越二邦,同气共俗”､“吴歌楚舞欢未毕”等记录,“响屐舞”的动作形成也是吴越､吴､楚三国乐舞

互渗共生的集合展现｡ 

而就吴越两国的乐舞关系来评判“响屐舞”的动作成因,则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｡吴越共受“水文化”“海洋文化”的滋养,

地域相接壤;民族习俗､图腾崇拜､生产方式甚是相似｡吴越两地典型的扁舟渔猎生产方式中,舞蹈动作水波荡漾般的脚下流动动

作､颤动动率与节奏等形态,都客观地体现两地舞蹈动作的同质性因子｡西施“响屐舞”就实属两地舞蹈动作结合的典范｡西施本

是越地人,献吴前曾在越地苦练歌､舞､态三年才派遣至吴国,在吴地吸收动作精髓后将“响屐舞”遗留于世,那么客观看待“响

屐舞”动作的同质性因素,则需要客观审视与认定吴､越两地舞蹈动作､舞蹈风格因属同民族而拥有同特征的客观事实｡两地舞蹈

互为涵化的因素在“响屐舞”中不可抹灭,并总体呈现出不同地域将同一特征相融在“响屐舞”中的同质性特征｡ 

另外,李白《乌栖曲》“吴歌楚舞欢未毕”
[8](p157)

的描述同样体现了吴楚两地的乐舞关系｡在战国时代楚国一举拿下吴越两国,

将吴越之地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,在归楚之前吴地就为楚地“长袂拂面”“袅袅长袖”等舞袖姿态提供了物质基础,而楚地则为

吴地“长袖舞腰”“翘袖折腰”等腰部动作提供了审美基础｡楚国“楚灵王好细腰,国中多饿人”“小腰秀颈” 等舞腰､细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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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作审美形态,自然吸收于“响屐舞”之中,在“促节牵繁舞腰懒”等诗词歌赋中得以体现｡而从出土的战国燕乐渔猎攻战纹铜

壶局部采桑图(摹本)(图1)与战国舞女纹壶盖(摹本)(图2)这两件文物中可看出,众女子在桑树间扭动腰肢､挥舞长袖的真实舞姿,

更直观说明此妖娆舞姿不仅仅只是吴楚地域的动作特点,而更一举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多地域舞蹈动作风格的共同特征｡ 

综上所述,同一地域舞蹈动作的积淀与遗留与不同地域､同一特征的共存,形成了地域文化相涵化的文化特性｡那么,客观看

待吴地西施“响屐舞”则是将各地域舞蹈动作因子统一于同一舞蹈之中,舞蹈动作也彰显不同地域多元素同质性特征｡ 

 

2.“响屐舞”的异质性研究 

中国自古至今幅员辽阔,不同自然环境､气候差异致使各民族的人文环境与心理气质也各不相同｡汉代王充《论衡·率性》曾

记载:“齐舒缓,秦慢易,楚促急,燕憨头｡”
[9](P79)

不同民族环境的差异性造就不同民族心理､民族性情的不同,既是指民风习俗,也

指艺术､文学作品中的风格差异｡然而即同属一个民族,而不属同一地域,在受到外在不定因素的影响时,也会使一个民族艺术本

质性风格产生差异性,进而衍伸到舞蹈艺术中,形成了不同民族､地域异质性风格｡ 

(1)舞蹈表演形式的异质性 

“响屐舞”最初是吸收越地民间､宫廷等两个层面上舞蹈动作元素,而后通过西施在吴地宫廷之上表演,最后在吴地宫廷发

展中融合吴地优美舞风､动作特征后,才成为吴地舞蹈中的经典,最终随着西施的消亡,流变到吴地民间舞蹈中｡所以,就“响屐

舞”表演形式的本源而言,是吴地与越地舞蹈的结合体,而吴越地区虽在春秋战国之前有“同俗敌忾”的同民族特征,但在地域

差异与文化交融的差异中,吴地与越地“文”与“野”的客观差别逐渐上升,进而纵深到舞蹈动作､形式的细微差别,奠定了“响

屐舞”表演形式中的异质性因素｡ 

此舞“裙上小铃与脚下踏板声相映成趣,两种节奏的交错别有情趣｡”
[10](p7)

“宫女们脚履木屐,在其轻歌曼舞,犹如鹤舞翩跹,

仙女下凡,清脆的木屐‘咚咚’之声,宛如玉珠落盘,婉转动人｡”
[11]
可见,响屐舞将越地舞蹈风格中的腾踏､重落地等脚下动作中

“野”的形态,与吴地长袖舞服､柔糯曲线等动作中“文”的形态相结合,形成了上肢柔美､窈窕之内涵,下肢腾踏､灵巧之风韵的

总体表演风格｡而在此之前,两种“对抗”力量的表演形式在吴地甚是少见,也因此舞不同于此前吴地舞蹈的总体特征,才能入吴

王之眼､成吴王之爱,侧面见证西施舞蹈的表演形式的特殊价值｡证实“响屐舞”在同一民族,不同地域的多样化吸收后,呈现出

与本地域舞蹈不同特征的异质性因素,并为“响屐舞”所用,成为舞蹈中风格多样化异质性成因的基础｡ 

(2)舞蹈道具的异质性 

中国舞蹈的道具应用大到手､脚､躯干的样式丰富,小到五官与头上的精小细致,不同的道具的意涵意味,一种道具的瞬息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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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,都提供视､听､触觉等方面的差异感受,显示出不同地域､不同民族､不同风俗舞蹈的不同特征｡而在西施“响屐舞”中,脚下的

一双“木屐鞋”(即“响屐鞋”)以一种特殊道具形式应用于舞台之上,成为“响屐舞”道具异质性成因的关键｡ 

据可查证史料记载,中国最早的“木屐”多起源于吴越地域｡在浙江省宁波市慈城慈湖原始社会遗址中,发现了距今四千多

年的木屐,属良渚文化时期的产物;在南京颜料坊地域,出土了12件东晋时期木屐,都足可证实古代吴越地域木屐起源早､应用广､

使用频率高｡这也与吴越地域特殊的自然环境､生活方式有关,古时佳话“硬底之鞋,斫木为底,衬于履下,行辙阁阁有声,多为妇

女所用”证实了妇女穿木屐的习俗｡而本时期最有特色的木屐当属西施的“响屐”,是史书记载中唯一有关乐舞伎人穿“屐”跳

舞的珍贵记录,并在古代舞蹈史､吴地舞蹈史乃至同时期的舞蹈记载中都是第一位｡ 

“西施入馆娃宫后,常率众宫女脚穿木屐､裙系小铃,在木板上跳舞｡”
[12](p217)

西施的“响屐”属于“平底屐”的一种,依照时

代不同,史书中也称此“屐”为“屧”(本文就以“屐”来表示)｡此“屐”将鞋底中央掏空,以减轻走路或跳舞时的重量,鞋底边

缘处可镶有钉子或响板,在触碰地面时可发出“踢踏”声响｡西施将本时期､本地域人们生活中的“木屐”搬上舞台,提高了视觉

效果与听觉享受,独特“木屐”道具起到了整个舞蹈中画龙点睛的作用｡此时的“木屐”道具也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应用层面上,

而是提升到一种舞蹈美学的范畴中,用“木屐”道具来提升舞蹈风格的独特性,不同于生活中木屐的应用范畴｡这是应用上的一

大创新｡ 

通过对西施“响屐舞”地域风格中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研究,发现两者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是“响屐舞”风格成因的关键｡地域

风格中的同质性因素是基础,是“响屐舞”在同时期､同民族的文化基础上与不同地域互渗共生的共性体现;而地域风格中的异

质性因素是特性,是“响屐舞”在同时期､同民族的同质性因素上,彰显出同一民族,在不同地域上的独特性特征｡ 

四 结 语 

本文以吴地西施“响屐舞”为例,剖析了“响屐舞”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的相互关系｡民族风格的特性在“响屐舞”中具体

呈现,是“响屐舞”风格形成的基础;而地域风格的多样性在“响屐舞”中点缀渗透,是“响屐舞”风格形成的关键｡两者中的直

接与间接关系是影响西施“响屐舞”风格形成的重要因子｡通过对西施“响屐舞”风格的分析,我们可看出一个舞蹈的形成,其

身后有着强大的文化背景,而该舞蹈能成为吴地舞蹈史上的经典,也因为其身后文化背景的特殊性,使它成为吴地舞蹈中的经典,

以及古代舞蹈中具有风格独特性的典范代表,所以西施“响屐舞”在吴地舞蹈中的风格价值是不可忽视的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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